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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中国与爱尔兰，以及与国际天文学界的联系方面，江涛教授（这是他入籍爱尔

兰的名字）无疑居功至伟。或许由于他主要从事的是推动工作，长期居于幕后，时至今日，

他的贡献及其重要性仍未得到应有的认可。本文希望纠正这一偏颇，也愿籍此表达对他的怀

念。江涛教授对欧洲启蒙文化的熟稔，丝毫不亚于他对故土中国文化的了解，他本人既是一

位真正的世界公民，也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今时今日，希望借此文说明他的中国渊源以及

他在爱尔兰工作期间，基于古中国的天体观测经验加以完善的天文学计算工作。 

江涛（寓意江河之浪涛），1929 年 2 月 6 日出生于中国扬州，时值中华民国，其父母

都是当时的进步人士。他的父亲江轸光在传统水墨画领域卓有建树，在家乡扬州广受尊敬，

甚至于在江苏省内外也声誉广著。他的母亲王馨如同样成就颇高，成长于开明的家庭环境，

自小被教育男女平等。所以，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她不仅没有裹脚，还成为一名教师，无

疑佐证了其思想的先锋性以及家庭的开明立场。江涛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全家居住在一栋颇具传统风格的四合院中。江涛的童年很快乐，但父母卓有建树，作为家中

长子，无疑会有成功的压力。因此，当他的兄弟姐妹还在当地学校读书时，年纪轻轻的江涛

已经被送至南京市的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崭露头角。无论在数学、英语、中国文学还

是书法领域，都成绩优异，此外还对音乐、田径、太极和其他学科兴趣浓郁。 

然而，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和扬州田园诗般的居家假日，在 1937 年被无情地打断了，

时值第二次中日战争，日本人进军南京（距扬州南部仅 96 公里），江涛的叔叔江锡林（音

译）时任国民党外交官，在他的帮助下，江家举家逃出扬州，避居乡下。谣言纷传，在这场

浩劫中，他们留守的同胞遭受了日军罄竹难书的暴行。直至该年年末，他们才得以回归城里

的住所。然而，平静的生活再难继续，随后的两年，国、共两党内战，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江家也难逃支离破碎的命运。 

时间回溯到 1939 年，为了逃离当时中国最为动乱的地方，经家人商量，江涛过继给了

他的叔叔，并跟随叔叔、婶婶、堂兄一起，移居到了重庆郊区，这里时为中华民国的临时首

都。重庆距离扬州西南方向近 1500 公里，这也意味着其与父母双亲以及 10 多岁兄弟姐妹的

长距离分离。事实上，这次长达 4 个月的逃离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江涛和叔叔一家屡次遇



险，甚至被土匪抢劫，幸运的是他们想方设法逃了出来，只不过失掉了一些物品。刚在首都

城外一处不大的房子中安顿下来，江涛就又被送到了寄宿学校，在那里，他继续在一系列不

同的学科中脱颖而出。 

几年后，江涛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因为他的叔叔江锡林在国民党外交机构中升了

职，成为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1945 年，在 16 岁未及弱冠之时，江涛告别了他的

祖国，也拉开了余生漂泊的序幕。只不过，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将余生漂泊于故土之外，

也没意料到在未来 20 年间，他都将与亲生家庭失去联系。 

1945 年 5 月 8 日，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住处（便于请私人教授法语和英语），江涛第

一次观看到了庆祝欧洲胜利纪念日的盛大庆典，这也是他对西方印象的起点。而此时，大洋

彼岸的故土满目荒夷，国共战争愈演愈烈。到 1940 年代后期，国民党阵地失守颓势渐显，

江家也开始考虑改弦易辙，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大势所趋，其中也少不了对革命者的认同。

大约就在这时，叔父江锡林被派潜到海地工作，后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节节溃败，叔父

也随之撤退至台湾。另一边，年仅 20 岁的江涛，失去了经济支柱（他叔叔的收入大大缩

减），决定前往伦敦。 

对于一个既无熟人又无资金的中国青年来说，1940 年代后期的伦敦生活无疑充满了挑

战。然而江涛强大的适应能力，以及其在任何职业中都努力工作的态度，无疑给了他很大的

帮助。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住处，也找到了临时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对知识的渴望从

未消减，他开始晚上上夜校，白天在当地餐馆洗碗打工来支撑开销。永远雄心勃勃的他选择

了学习英国文学，虽然那时的英语只不过是他的第二（或者可能第三）语言。正是在此期

间，他遇到了同学陈晓莹（音译）并结了婚，与其说是真爱，倒不如说是由于孤独和渴望，

临时寻求的中国同伴。尽管他们的女儿罗莎琳德于 1951 年出生，但这段婚姻并不成功。此

时距离江涛放弃他的文学学位课程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他早已转向了另一个爱好——音乐，

开始自学竖笛和钢琴。虽然他很快就意识到音乐家的生活于他并不合适，却出于爱好，终其

一生，都喜欢弹琴自娱。（事实上，他给自己的 80 岁生日礼物就是一架崭新的钢琴！） 

最终江涛把注意力转向了数学，在 1950 年代初获得了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科学硕

士学位。由于他对天文的兴趣是纯数学的自然延伸，他非常高兴地抓住了机会，到伦敦大学

米尔·希尔天文台做 C·W·阿兰教授的研究助理。一开始，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数据分析员”，

主要工作包括对望远镜拍摄的夜空图像进行归类和数据分析。工作之余，由于其广泛的兴趣

爱好和开明的思想，江涛结交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很多朋友。在 1957 年由神智学会组织的一

次团队活动中，他结识了一位瑞士血统的年轻女性——特鲁迪·卡奇马雷克。一年后，他们



穿着他们最好的服装——两套波兰舞衣，举行了婚礼。他们相伴了一生，直至江涛去世。他

们生育了 4 个孩子：英格玛、索菲、坦尼娅和杰西卡。 

结婚初期，在阿兰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江涛顺利地开展了自己的实验，最终完成一

篇题为《对小行星和星系的统计分析》的论文，他也籍此于 1965 年获得博士学位。而前一

年，也就是 1964 年，在他少年离国的 19 年后，江涛得以重返故土。离家后的这 19 年间，

他都因为“国民党叛徒”的标签，而无法与家人联系。自 9 岁随叔叔全家迁徙，他已有 25 年

没有见过自己的至亲，如今终获团圆，江涛自是无比激动。他最喜欢诗人贺知章《回乡偶

书》中的诗句，与自己何其相似：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在江涛的回忆中，此行他很高兴，尽管物质匮乏，家人却看起来丰衣足食、身体健

康。他也惊叹共产主义制度的运转良好，以及扬州城全城的干净整洁。因此，回到伦敦后，

江涛一度对共产主义中国欢欣鼓舞。然而这一乐观情绪不久就由于国内掀起的针对知识分子

的文化大革命的相关报道而击碎了，自 1966 年至 1976 年，历时十年。这期间，江涛屡屡回

国被拒，直至 1977 年毛泽东去世。 

除了思乡的遗憾之外，回归工作，江涛表现出广泛的科学兴趣。他于 1955 年发表的第

一篇论文非常有趣，研究了观测到的 B 型星其颜色是否与尘埃消光以及银河系的螺环结构有

关（星际尘埃对光的吸收作用使得恒星看起来更红，跟太阳在日出和日落时看起来更红一个

道理）。在米尔·希尔天文台的这段时间，江涛还发表数篇论文研究如何减小视差测量误

差、小行星统计、星系的光度分布（包括一些对统计偏差和不完整性的统计学前沿讨论）、

阻力介质对椭圆轨道的影响以及月球表面的山脊分布。 

事实上，江涛被引用最多的工作——《二维或三维层面的无规则碎裂》，正是在这个

硕果累累的时期发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采用了非常早期的计算机模拟技术。文章主要讨

论了如果空间根据无规则分布的中心来划分，那么得到的“组块”有多大（方法上使用泰森多

边形图，每个“组块”只是一组点，更靠近特定中心而非其他中心）。江涛思考的是星系和恒



星的分布，但是这里的数学问题是许多领域都广泛关注的普遍问题。尽管这篇文章是江涛在

伦敦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直到他移居都柏林后才发表。 

正是由于江涛广泛的兴趣爱好和出众的数学与统计分析能力，吸引了时任都柏林丹辛

克天文台台长的帕特里克·韦曼的注意。不过起初都柏林只是江涛的第二选择。在他终于成

为小有名气的年轻天文学家（尤其擅长统计分析）后，江涛收到了很多不错的工作邀请。60

年代中期，他甚至收到了美国耶鲁大学天文学系的工作邀请。但是命运和政治再次横插一

脚，给这个美国梦设置了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几个月前，江涛在跟朋友们出去聚会时，巧

遇了一群初来乍到的共产党团组。尽管江涛依然热爱中国，但是他对共产主义仍心有矛盾，

毕竟这个主义割裂了他的家庭，让他长期与故土隔绝。而由于四人帮的粗暴政策，又让他的

家人处于新的困境之中。但是在麦卡锡主义的时代，美国驻伦敦大使获知江涛出席了那次聚

会后，拒绝了给他和他的家人签发美国签证。也正是由于这场命运的阴差阳错，将江涛带到

了丹辛克天文台和爱尔兰。他将在那里度过余生。 

丹辛克天文台由都柏林三一学院建立，1785 年开始运行。它的名气主要来自第三任台

长威廉·若恩·哈密顿爵士（1805-1865）在恒星领域的声望，他无疑是爱尔兰曾培育的最伟大

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享誉世界。爱尔兰政党人物和政治家埃

蒙·德·瓦勒视哈密顿为偶像，瓦勒拉自己也差点成为科克大学的数学讲师，而且一生都保持

着对数学的由衷兴趣。正是由于对哈密顿的仰慕，德·瓦勒拉在 1940 年建立了都柏林高等研

究院。1947 年，德·瓦勒拉扩大了研究院，增加了天体物理系，之后爱尔兰政府由三一学院

手中购买了丹辛克天文台，作为新系的一部分。 

1964 年，帕特里克·韦曼被任命为丹辛克天文台的首席天文学家和台长，他立刻着手招

聘一位副台长。通过咨询朋友和同事，江涛的伦敦导师阿兰教授推荐了江涛，因为他是一位

有潜力的年轻天文学家，其广博的理论基础可以弥补新丹辛克天文台台长热衷的实践兴趣。 

1966 年夏，获聘教授的江涛携妻子特鲁迪，以及 3 个不到 8 岁的孩子抵达都柏林。幸

运的是，借由工作的名义，他们租用到了一栋靠近天文台的精致的维多利亚式 4 居室，具有

创造力的特鲁迪将它打点成了舒适的家。还有其他四户人家一起住在丹辛克属地：台长帕特

里克·韦曼教授及家人居住在古老的天文台主楼的一半非工作场地；看管人汤姆·麦克德莫特

和家人住在门房；技术员罗宾·莫菲一家的住处紧邻东端。整个小社区保证了江涛的孩子们

有足够多的玩伴一起分享这么大的游戏场地。 

在丹辛克，江涛享受着快乐的家庭生活，虽然偶有失望，比如孩子们更愿意踢足球或

搭帐篷，而不是学中文，再比如他们在学校的历史成绩比数学高，等等。除了喜爱音乐（他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8%BE%9B%E5%85%8B%E5%A4%A9%E6%96%87%E5%8F%B0&action=edit&redlink=1%22%20%5Co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8%BE%9B%E5%85%8B%E5%A4%A9%E6%96%87%E5%8F%B0&action=edit&redlink=1%22%20%5Co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8%BE%9B%E5%85%8B%E5%A4%A9%E6%96%87%E5%8F%B0&action=edit&redlink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8%BE%9B%E5%85%8B%E5%A4%A9%E6%96%87%E5%8F%B0&action=edit&redlink=1%22%20%5Co
https://zh.wikipedia.org/w/in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8%BE%9B%E5%85%8B%E5%A4%A9%E6%96%87%E5%8F%B0&action=edit&redlink=1%22%20%5Co


常在家举办室内音乐晚会），江涛还热衷于跳舞。在充满魔力的夏日夜晚，朋友和家人们齐

聚一堂，在天文台外的露天大草坪上，合着精心挑选的曲调和节奏，江涛教巴尔干人、希腊

人、以色列人和苏格兰人跳舞。即使天气不好，也可以在天文台圆顶屋里绕着望远镜转圈！ 

五年后，江涛和特鲁迪在卡索诺克镇迪尔帕克街买了一幢全新的房子。在 1973-1974

年，他们搬到格拉斯哥，在那里，江涛申请到了学术休假。一年后他们返回爱尔兰，江涛最

小的女儿杰西卡出生。他（无疑）对此感到很是欣慰，当时他的另外三个孩子，年龄小的不

到 10 岁，大的 10 多岁，正值叛逆的阶段，又相当西化，与他有点儿摩擦。虽然他已在西方

生活多年，但骨子里的中式理想根深蒂固，极为推崇孝敬和服从。 

彼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趋于结束，国内对知识分子的管控有所松动，江涛开始

着手与中国天文学家们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1977 年，他终得以回到故土探望家人，他伤

心地看到父母亲变得苍老虚弱，他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心灵备受创伤，他也认识了更多的家庭

成员。他许诺经常回来，尽可能多带些礼物（包括电视机和其他“奢侈品”）。 

对江涛来说，此行弥足珍贵，除了热情的家庭团聚，探亲之余，他还抽空搭建起了中

国大学与丹辛克天文台之间的正式联系，使得中国学生可以到爱尔兰去完成他们的部分博士

研究。在七十年代后期和整个八十年代，江涛和特鲁迪在家里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天文专

业博士生，有的甚至一呆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到了三四十岁的年纪，却由于十年浩劫

而在青年时期错失了学习的机会。 

江涛的文化大使工作远不止于此。同样是在 1977 年访问期间，江涛在友协（中国友好

协会）与爱尔兰中国文化协会（ICCS）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后者是他和一些爱尔兰朋友

于 1975 年创立的团体，目的是推动中爱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基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政府向

第一批（非官方）爱尔兰人发放了邀请函。1980 年，包括江涛和特鲁迪在内的爱尔兰中国

文化协会的 10 名成员，获得了一次访问中国的机会，他们参观了很多文化名胜古迹，包括

北京故宫、苏州园林，以及著名的桂林山水等等。他们也曾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正式演讲，这

是一种殊荣，也是江涛最骄傲的时刻之一。作为爱尔兰中国文化协会的终身会员，江涛做了

数不清的讲座，从介绍孔子到探讨今日的中国科学。此外，作为协会的数届主席，他帮助编

发了每季度的时事通讯。为了表彰江涛在爱尔兰中国文化协会的贡献，协会邀请江涛做了一

场题为《崛起的中国》的演讲，恰在他去世的前一天。 

事实上，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江涛除了对西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同时也被中

国厚重的历史和文明所吸引，尤其是中国在悠悠历史长河中所取得的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领

先成就更是令其大为惊叹。他曾出色地阐述了公元前 5 世纪，中国学者祖冲之对于圆周率的



研究发现，其所用论证完全不同于阿基米德和其他希腊数学家。1964 年，江涛在伦敦大学

学院报告的午餐讲座上首次阐述了这一观点，相关研究后于 1972 年发表于《数学公报》。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后来又被美国数学协会在刊登在一本纪念几何学历史的书籍中，足以证

明文章的质量。 

也正是由于江涛不仅能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献，又颇熟悉现代天文学，才成就了他最

伟大的科学成果——对哈雷彗星轨道的分析。在一系列出色文章中，江涛将他在西方天体力

学方面的知识，与中国古代记载的哈雷彗星观测结合在一起，改进了西方对这颗彗星轨道演

化的理解。江涛的研究不仅根据中国文献记载更新了这颗彗星的精确历史记录，同时也增进

了对哈雷彗星的非引力作用机制的理解，否定了存有一颗新的冥外行星扰乱哈雷轨道的可能

是性。 

在精神上与中国共鸣，同时具备阅读中国古代和现代天文文献的能力，并对英语有着

出色的掌握和文感，使得江涛在成为培格曼出版社一份著名科学期刊的创刊编辑时得心应

手。这份期刊刊登了中国天文学家发表的重要论文的译作，成为当时“西方”天文学家们了解

共产主义同行们的主要渠道。创刊于 1977 年，最初名为《中国天文学》，最初四卷仅翻译

发表在《天文学报》（创刊于 1953 年）中的主要文章。自第五卷（1981）起开始出现一份

新的中文刊物《天体物理学报》，期刊更名为《中国天文和天体物理学报》，江涛是翻译主

编。 

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份刊物都是联系中西方天文学家的主要渠道之一。尤其是在刊物

创办之初，距离西贡沦陷越南战争结束仅仅两年时间，毛泽东去世不到一年，中国的文化大

革命之乱依然余威尚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份刊物的存在弥足珍贵。时值后毛泽东时

代的中国，如何在两极分化严重的冷战世界中发展，前路尚不明晰。期刊早期发表了一篇题

为《紫金山天文台红太阳永不落》的文章，标题奇特颇为吸引眼球，内容论证了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在天文学中的核心作用，是专属于那个时代的话题。 

江涛在增进中西方天文学联系方面所做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推动中国重新加入了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创建于 1919 年，是国际研究理事会（后更名

为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现在只简称为国际科学理事会）的奠基性科学联合会。为了抗议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中国于 1959 年退出了该联合会。巧合的是，帕特

里克·韦曼于 1976 年当选为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秘书长，两年后，在都柏林召开的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执委会上，“中国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根据官方会议纪要第 23 条的记载： 

 



在与江涛教授的简短非正式晤面后，江涛教授汇报了其出访中国的情况，之前中断了

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讨论将重新开展。相信中国会欢迎执委会成员的到访。韦曼教授表

示他希望能以丹辛克天文台台长的身份出访中国。会长考虑了 1979 年初访问中国的可能

性，并认为随后应立刻访问台湾。委员会提议应该邀请中国派遣的观察员参加蒙特利尔大

会。 

 

根据韦曼教授在丹辛克时期的记载，他确实于 1979 年四五月间访问了中国，“表面上

只是参加讲座以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私人会面”，但事实上他奔走于如何与外交部官员达成

共识，以便恢复中国的成员国身份。最终双方在蒙特利尔大会上达成了一个中国的共识（无

论对台湾还是对大陆来说这都是关键），但允许同时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代表团，一个来自

台北，一个来自北京。最终在 1982 年的佩特雷全体大会上，整个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和中

国台湾，重新加入了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中国与国际科学团体关系的正常化离不开江涛等人的不懈努

力。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得益于江涛睿智的建议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帕特里克·韦曼

的外交策略恐怕难以如此奏效。 

此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渗入到江涛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从未正式皈依过任

何宗教，江涛却接触学习过大量的东西方哲学，包括通神学、佛教、基督教和无神论，并乐

在其中。然而，他最为钟爱的格言来自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促使他晚年成为

了一名人道主义者。作为一位兴趣广泛的活跃辩手，江涛还积极参与了 Probus 讨论小组，

在那里他热切地汲取有关这个世界的详细信息。 

江涛还有更轻松的一面，即好酒。尽管他已尽量小心不要过度饮用，但真空抽吸泵的

出现意味着总有几瓶酒，包括他心爱的雷司令葡萄酒，已经分享给了志趣相投的人。他是都

柏林“序言葡萄酒俱乐部”的早期成员之一，在克诺索斯的露天剧院演奏《男孩丹尼》之后，

他还遇见到了俱乐部的创始人！ 

90 年代中期，退休后的江涛和特鲁迪搬到了位于威克洛郡的布雷市，这里更靠近他们

的后代，而且也便于山间徒步。终于有时间沉浸于钟爱的音乐中，江涛加入了布雷合唱团，

成为一名男高音歌者，他每天练习，用心爱的钢琴为自己伴奏。曾经“不恭敬、不听话的”孩

子们早已成为他的骄傲。罗莎琳德成为一名软件设计师、英格玛成为音乐家、索菲是遗传学

家、坦尼娅成了摄影馆馆长、杰西卡从事电影批评工作。大部分时间，他都跟那些敬爱他的



孙子们呆在一起：本、海蒂、奥辛、夏娃、拉拉、谢默斯·涛，他仿佛也成为了孩子，怀揣

着赤子之心审视宇宙的奇迹。 

在如此丰富的一生中，江涛把对天文的强烈兴趣，扩展到了为年轻的爱尔兰共和国和

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搭建起文化的桥梁，对他的致敬恰如其分。1983 年 7 月 10 日，江涛

（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爱德华·鲍斯韦尔，在亚利桑那州洛厄尔天文台的安德森平顶山

台站工作期间，发现了 3751 号小行星，为了纪念他的导师江涛，这颗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

江涛星（根据传统，小行星发现者有权为行星命名）。斯人已逝，记忆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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